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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董　 欣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２４、３０ 日，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

“第七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以线上形式召开。 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赵兴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抗日战争研究》主
编高士华研究员作会议说明。 此次会议收到海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共 ２１１ 篇，依照惯例，组委会组

织了由 ２９ 位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匿名打分的形式严格评审，从中遴选出 ４０ 篇参会。 来自

３０ 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 ７０ 多名专家、青年学人与会，围绕中共关系、国民党关系、日本关系和战

后三大主题进行了三个会议日的深入讨论，现简要综述如下。

一、 中共关系

军事和军政是广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国防大学李雷波《皖东摩擦前中共中央与项英在新四

军发展战略上的分歧与沟通》聚焦于新四军军事战略的发展演变。 以往研究由于新四军在皖南的

失败，大多强调项英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发展战略的分歧，该文则从沟通角度切入，发现在 １９４０ 年

春皖东摩擦前，项英与中央关系的基本面是沟通与交流，并进一步指出中央对于新四军战略的指导

方针并非一成不变，理解新四军发展战略的演变，要认清战略决策的制定必须依据整体战略形势的

变化而变化。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军事原则，这一原则的内涵和确立过程已经比较清晰，但如何

具体地实现则较少有研究涉及。 南京理工大学叶铭《如何指挥枪：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与军

事指挥》梳理了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的机构职责、业务特点，以及对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指导，
指出其通过上传下达和监督执行中央军委各项命令、指示，来指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制定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新四军第五师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显著，然而由

于始终受到国民党势力的钳制，第五师未能如预期发展，学界也鲜少对其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盛差

偲《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在敌后的发展———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中心》详细论述了新四军第五师如何

在敌后国民党军、日伪军的缝隙中艰难发展，巩固新区与统战地方势力，其努力虽不尽人意，但仍取

得了一些成绩。 该文充分考虑到抗战末期国民党竭力限制下中共敌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指
出统一战线的成败往往依赖于具体地域内国共力量的对比与地方势力对国共成败的预期。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远离华北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八路军主力，缺乏武装基础，面临着与

华北、华中地区迥然不同的复杂内外情势。 华南理工大学钟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武装工作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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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实践（１９３８—１９４２）》一文梳理了中共广东省委是如何谋划武装工作并付诸实践的，对其发展

武装力量的路径、策略与得失进行了评述。 文章指出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中，中共广东省委抓

住机会，发展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成为共产党组织存续和华南敌后战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南京大学孙扬《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将目光聚焦于抗战时期

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工作，创新地从比较视野对香港国共两党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考察。 文章从时机

把握、工作定位、发展党员、工作统筹、干部年龄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两党在香港组织工作的优劣以及

背后的影响因素，引发了广泛的思考。
民间武装也是抗战研究不可忽视的一股军事力量，它在战时的政治归附选择对国、共、日三方

军事力量有着深远的影响。 山东农业大学刘世超在《中共与战时鲁南民间武装（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一
文中详细阐释了中共如何在全面战争爆发后从鲁南地区的不利局势中突出重围，将民间武装力量

纳入自身武装体制之中，最终成为战时军事博弈中的最后赢家。 中共从基层民众保家自卫的切实

需求出发，注重政治引导，创办人民抗日自卫团，标本兼治是其成功的关键。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一直处于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博弈之中。 山西大学柳德军《陇东

事变与国共政争》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的“陇东问题”档案及相关报刊资料为依托，以抗战时期国

共对陇东县域的争夺与谈判为中心，系统论述了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 年国共双方在该地区的政权结构、兵
力布局、民众动员，以及国共双方对陇东事变的反应及忍耐限度，揭示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信念

各异、信任缺失之情境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政治诉求。
在整个社会守土抗战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摩擦和争端也时有发生。 安徽大学王野全《外

战中的内战：１９３８ 年皖中“无为、庐江讨伐战”的叙事重构》深入探讨了各方力量在 １９３８ 年皖中“无
为、庐江讨伐战”中相互博弈的复杂性和深层的利益考量，认为此次讨伐战凸显了国民政府对地方

治理的失败，暴露了高敬亭不愿意东进的局限性，揭示了桂系政府在抗战初期主政的两面性，也冲

击了新四军在皖中地区的发展及安徽省权力格局中的进步力量。
陕西师范大学郑康奇《巩固、发展与抗日：试论中央红军东征期间与各方势力之周旋》将中央

红军东征置于七七事变前的政治背景下考察，呈现出中共在东征时期与共产国际、国民政府、阎锡

山、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了红军落脚陕北后所做政治选择背后的

深层原因。 红军东征期间，国共双方高层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与博弈，不能仅从战争成败角度去分

析，而更应看到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与军事较量。
关于中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少有研究依托相对集中的史料真正地描

摹出历史上党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情形和实质内容，使所谓“历史经验”停于表面。 北

京大学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兴起与走向———以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

评会为例》一文详尽地阐释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晋冀豫一地委开展自我批评会的形式、议题、特征和变

化发展，将战时中共强烈的革命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富有活力的党内民主生活形式更直观

地呈现了出来。
南开大学郭宁《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入鲁与山东根据地领导结构的调整》一文以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如何

在山东根据地调整领导结构入手，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处理党内斗争问题。 文章分析了刘少奇

如何将处理党内斗争问题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何帮助山东根据地克服困难，确定“放手发动群

众、开展减租减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政权，争取党在山东优势”的战略方针，如何实现

党的一元化领导。 作者认为，这次山东领导结构的调整被视为延安领导结构调整的一次预演。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干部，与红军时期相比，身份背景和知识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化水

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天津商业大学杨东《日记所见八路军干部的个人阅读史》利用八路军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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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群体的日记史料考察了他们阅读的书目、阅读习惯，以及阅读体会，描述了八路军干部群体阅

读的心路历程。 对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干部而言，阅读超越了简单的知识接收，是中共独特政治文化

下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为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革命

的“向书问道”。
南京大学温程《战争与革命的日常：中共与“七七”抗战纪念———以 １９４０ 年代的华中地区为

例》关注到“七七”作为新型革命纪念日，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成为管窥革命政党实现政治话语表

达、群众动员、基层权力下渗的绝佳孔道，将群众与革命连接。 该文以华中为例，考察了中共革命纪念

背后的行动逻辑、政治表述与社会动员力度，并将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段共同纳入研究范围，凸显了较

强的战争连续性。 中共将纪念“下沉”，在具体而微的纪念活动中可见其纪念策略与技术的成熟。

二、 国民党关系

外交关系是一个较为集中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组建国联调查团以期和平解决中

日冲突。 南京大学陈海懿《九一八事变后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解释性文件的形成考论》利用

丰富的国内外史料，还原了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其解释性文件的产生过程，呈现出中、日、英、
美等国围绕调查团组建所引发的外交博弈和国家利益诉求。 作者指出，该议决案最大限度地综合

与容纳了各方利益，结果却导致组建调查团的设计被“大妥协”所消解，在此基础上组建的调查团

实质上从一开始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制止日本侵华行动。
在国民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研究中，关于居里第二次访华和宋美龄访美已有不少研究，而威尔

基访华却为学界所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燚明《１９４２ 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

威尔基访华的因应》一文详细论述了威尔基访华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谈话内容和交流成效，认为威

尔基访华对增进中美之间尤其是民间的友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亚太

局势发展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相当有限的。
北京大学陆昆的《１９３８ 年捷克危机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奏》，注意到抗战期间在欧洲产生重

大影响的捷克危机对远东局势和中国外交也产生了影响。 该文深入具体地考察了国民政府在捷克

危机前后外交方针和活动的演变，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兼具原则与弹性，同时也反映出二

战全面爆发前，独自抗战的中国与世界局势之间既紧密相连，又各有利害的微妙关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废除与各国不平等条约并订立新约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成就。 其

中，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虽然具有示范效应，但与其他国家订立新约的谈判过程也各有差异。
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中荷新约谈判与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一文指出在战时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的盟国身份及中英、中美新约的示范效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涉

及双边关系中的特殊权益，如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中方因国力孱弱及缺乏有效制衡措施，则往往

无法达成初衷。
抗战进入国际化阶段后，同盟国内部依然存在战略利益的冲突。 鲁东大学于宁《错失的机会：

中英关于共同防卫缅甸问题的交涉（１９４０—１９４２）》一文利用中英双方相关史料，对比了中英防卫

缅甸的各自计划与利益诉求，认为中英对缅甸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同，又在中国赴缅参战的兵力

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错失机会，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山东大学彭欣雨《全面抗战初期以关税担保的外债、赔款的偿付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梳理了抗战初期中英就关税担保的外债、赔款的偿付问题进行交涉的基本史实，指出国民政府曾试

图以英国牵制日本，这一企图落空后，英国在国民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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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德意侨民的处境与战时中德、中意关系息息相关，讨论战时德意侨民的遭遇，有助于丰富

战时中德、中意关系史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张乐《从断交到宣战：抗战时期湖南长沙蓝泽民主教

间谍嫌疑案研究》一文选取了蓝泽民案这一代表性案例，通过厘清案件发生、调查与处理过程，反
映出特殊外交关系下，战时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外侨管理政策的流变。

南京大学菅先锋《抗战初期美国对华借款决策探析———以桐油贷款为中心》聚焦美国决策层对

贷款问题的分歧，指出虽然桐油贷款的达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但美国政府内部不同决策主体对

美国国家利益的丰富认识则体现出国家利益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同时也指出，中国坚持不解的

努力是交涉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面。 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抗战前期美国对华援助的认识。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构成了西方民众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媒体中的中国抗

战史值得被进一步深入挖掘。 山东大学董欣《利益与立场：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泰晤士报〉对中国

的报道及其分析》全面梳理了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时期《泰晤士报》所有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

和社论文章，通过分析报道关注度、议题、价值取向的流变，反映出英国媒体立场、英国国家利益和

外交政策对媒体舆论的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法机构繁复庞杂，如何运转并服务于政治集权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四川大学陈勇明《战争、司法与集权：多元视角下的陈光中案》从典型个案入手，通过缜密考证和详

尽梳理，还原案件来龙去脉，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揭示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是如何以军法、司法为

舞台进行政治争斗的。
延安大学王悦《多重势力的交锋与甘肃政局的变动（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关注到 １９３１ 年“雷马事

变”后的甘肃政局变动，通过厘清纷繁复杂的各方势力交锋，指出随着甘肃地位日益重要，蒋介石

的“西北计划”日渐清晰，他利用杨虎城清局，又扼杀了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最终实现了自己的

“西北计划”，成为这次交锋中的胜出者。
南开大学高翔《全面抗战前兵工署对国军陆军兵工业的整理》一文利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开

放的档案，详细梳理了抗战前陆军兵工业整理从规划到实施的过程，分析了兵工署实施各项整理工作

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 该文指出，虽然战前国军陆军兵工业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抗战时期国

军陆军兵工业限于步枪、机枪、迫击炮等低端武器生产，陆军武器装备仍严重依赖国外，通过兵工业整

理实现军械独立的目标未能实现。 与会学者认为关于战时军事武装的话题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国内外学界关于战时军粮问题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硕，近期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到军粮征购的

施行细节层面。 华中师范大学李喆《战时国军士兵的副食难题与军地关系畸变———以重庆卫戍区

为中心》一文认为副食不足是战时国军部队士兵营养不良的关键原因，以重庆卫戍区为例，分析了

卫戍区驻军副食问题的由来、政府补给政策的影响和引发的驻军扰民问题。 重庆卫戍区的军队滋

扰问题尤为严重，引人深思。
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战区教育是文化抗战的重要一环。 南京大学陈

紫竹《抗战时期教育部驻沪办事处考论（１９３８—１９４３）》关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时设立的驻沪办

事处这一不为人熟知的隐秘战线，对该机构的活动轨迹、工作内容、部门关系、与上海各势力的关系

等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考察。 该文指出驻沪办事处既负责维系战时上海教育，同时也具有一定

的谍报功能，丰富了以往对抗战时期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认识。

三、 日本关系与战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涛《乡民何以成汉奸？ 日军在地需求与战时乐清乡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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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乐清县档案馆的“汉奸案”档案，考察了抗战时期乐清乡日军“合作者”的形成过程，揭
示出合作者及其衍生制度的产生，既为了满足日军的在地需求，也与当地乡村经济利益和政治结

构紧密联系。 日军通过选任新的基层治理代理人、恢复保甲制度等非战争行为，最终重塑了乡村

社会结构。
干部和关系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河北大学王富聪《中共华北根据地城工部门的干部

打入工作》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如何选拔干部、培训干部、教育干部、派遣干部进入沦陷区开

展工作的重要内容，详细叙述了中共对社会关系的挖掘、利用和发展，尤其对派遣打入工作的具体

过程做了细致的论述，补充了有关沦陷区的已有研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治安战”是日军在华北地区主要的作战形式。 首都师范大学黄博文

《相持阶段日本华北方面军“治安作战”分析（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利用日本方面的一手史料，从日方视角

对华北地区“治安作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了梳理。 文章认为日军通过“治安作战”虽然一定

程度上维持了“治安稳定”，但已经没有能力通过肃清华北的中国军队控制华北全境，这体现了华

北方面军与大本营间战略上的分歧，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足，无法解决兵力不足

和占领区过大的根本矛盾。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尤一唯《广州国民政府（１９３１）与九一八前后中日关系———以日本外务省外

交史料馆有关陈友仁的新史料为中心》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须磨文书”等新史料，
重构了陈友仁对日政策以及前后转变的过程。 文章认为陈友仁高估了日本文官政府的实力和他们

控制军队的意图，未预测到日本的终极目的和野心。 陈友仁和广州国民政府主导的对日直接交涉

政策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一度接近于成功，但一切努力终皆化作徒劳，为他转为激进的对日绝交政

策埋下了伏笔。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日学界的“东北 ／满洲”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北京大学林晓萍

《在“东北”与“满洲”之间：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通过考察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日学界有关

“满洲国”的研究成果，从“东北立场与满洲立场的历史书写之间”的角度，归纳论述了此时期研究

之特征，勾勒出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情况之概貌，是有助于理解该地域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
四川大学陈太勇《“南京事件”与日蒋关系的衍变》采用多国文献，梳理了“南京事件”前后日

蒋关系的衍变轨迹，细致勾勒出若槻内阁发酵事件、策蒋反共、分裂国民革命以及田中内阁对善后

交涉对象的重新选择、日蒋交涉的僵滞与再启等过程。 这一时期日蒋关系的复杂衍变反映了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对日既合作又博弈、既妥协又斗争的多维面相，而日本两任内阁虽在对华

态度和策略上似相龃龉，但他们的扩张目标却是一致的，皆欲构建符合其扩张利益的“日蒋关系”，
借蒋介石之手排挤英美势力，攫取在华优势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曾主动提出向英美等同盟国宣战，但日本直到 １９４３ 年才同意其

参战。 南开大学张展《日本对汪伪政府的决策思路探析———围绕汪伪政府“参加”太平洋战争问题

的讨论》对这种政策演变的背后原因和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 文章指出，汪伪政府和日

本方面都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但通过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在日汪关系问题上的决策

很少考虑汪伪政府的利益和需求，汪伪政府也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和博弈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伪资产的接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

比较缺乏。 南京师范大学张若愚《抗战胜利后沦陷区民族工业接收再探———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

为例》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展现了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过程中各方势力和派系间的博弈。
文章认为，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和混乱局面，折射出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

政治生态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各派系间的复杂关系。 该文还对接收过程中民族资本家在复杂政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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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艰难抉择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引人思考。
战时金融也是值得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中山大学张君仪《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间华北沦陷区的金

融管控研究》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入手，梳理和分析了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间日伪对华北沦陷区实现金融

管控的演变过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制度演变及其对沦陷区进行彻底的物资掠

夺的本质。
上海交通大学孙艺、张志云《国民政府与二战战争罪行审判（１９４３—１９４９）：以三个战争罪行处

置组织为例》梳理了“联委会”“远太分会”“战罪会”三个战争罪行处置组织的来龙去脉，指出三个

组织在面对战争罪行时各有其关注重点，其自身在司法层面的局限使国民政府面临国内外双重困

难，这种结构性困境贯穿了二战战争罪行审判的整个过程。
北京大学陈佳奇《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军对在华日俘反战活动的认知及其影响———以战争信息

办公室为中心》以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对在华日俘反战工作的调研与评估为切入点，运用多种史

料，展现了美军在对敌心理战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化过程，借鉴中共成功经验、发挥中国战区

作用的重要环节。 该文认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美国国家形

象与价值观念的宣传一直在美军对敌心理战的进程中时隐时现，这既直接扩散着美国的话语力量，
又间接影响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１９４０ 年法国沦陷后，日军觊觎法属越南，提出了假道越南攻打中国的要求。 南京师范大学梁

坤《１９４０ 年日军假道越南与国民政府的应对》通过详细论述国民政府如何因应日军假道侵华问题，
揭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性。 二战中任何双边问题都不仅仅是两方的问

题，而是国际问题，需要国际解决。 中国囿于自身实力，积极援引德美英力量介入，蒋介石“苦撑待

变”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
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校马吟婷《举步维艰：“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发展及其与

重庆政府的军事情报合作（１９４１—１９４４）》运用大量法语资料，梳理了“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

在华的合作与发展，认为代表团内部党派斗争、与中国双方需求不平衡、互相不信任等诸多因素导

致中法这种合作关系难以维系。

本届会议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但仍然以线上形式如期举行。 这种会议形式尚属首次

尝试，虽欠缺经验，但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学者们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讨论令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
圆满。 会议邀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日本长崎县立大学

祁建民教授，北京大学王奇生、臧运祜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圣雄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卞修跃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教授，南开大学江沛教授，山东大学

徐畅、赵兴胜教授等专家全程参与了会议，担任主持或点评，并首次实现了海内外专家、青年学者线

上共同讨论的盛况。 会议秉承注重论文质量、鼓励交流讨论的传统，不设论文宣读环节，给予每篇

论文更充分的讨论时间。 专家学者们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研究，青年人应更广泛地利用多

方材料，更深入地挖掘资料背后的诸多因素，同时也要扎实学术基本功，力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
本次会议涌现出了一批非常年轻的优秀学者，为抗日战争研究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在专家学者们

不吝赐教、悉心指导下，青年学者们受益匪浅，备受鼓舞。 最后，闭幕式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

士华研究员主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致辞，会议圆满落下帷幕。

〔作者董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高莹莹）

７５１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ｄ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ｇａ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ｄ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ｂ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ｉｔｒｙ”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ｓｐｅｌｌ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Ｓｕｎ Ｙａｎｇ（９８）………………………………………………………………………………………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ｏｎｃ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ｏ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 １９３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ｏｒｋ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ＰＣ ｍａｄ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５ Ｙａｎ Ｈａｉｊｉａｎ（１１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ｉ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ｏ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ｔａ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ａｄ ｎｏ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９ Ｌｉｕ Ｗｅｉ⁃ｋａｉ（１２９）……………………………………………………………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Ｆａｃ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ｔａｏ（１３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Ｎｅｗｓ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ｒｅ：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１９４１ ｂｙ Ｓｈｕｇｅ Ｗｅｉ Ｇｕｏ Ｚｉｊｉａｎ（１４７）………………………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ｏｎｇ Ｘｉｎ（１５２）……………………………………………………………

０６１


